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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纳多特伯爵遇刺案
福尔克·伯纳多特（Folke Bernadotte）是一位瑞典外交官、贵族和人道主义者，他的一生与20
世纪中叶一些最动荡的事件紧密相连。1895年出生于瑞典王室，伯纳多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
几个月通过领导“白色巴士”救援行动，谈判释放了超过3万名囚犯——其中许多来自纳粹集中营
——从而获得国际认可。他作为中立、富有同情心且务实的谈判者的声誉，使他成为欧洲最受尊
敬的人道主义人物之一。

1948年，当新成立的联合国在中东面临首次重大考验时，伯纳多特被任命为该组织首位正式调解
人。在联合国分区计划和以色列建国宣言后爆发的阿以冲突，迅速升级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部队
之间的全面战争。联合国需要一位能在双方之间保持中立的调解人，享有国际尊重，并具备在极
端不稳定局势中导航所需的外交技能。伯纳多特在谈判方面的卓越记录、作为瑞典人的中立性以
及战争期间的人道主义经验，使他成为这一敏感且前所未有任务的理想人选。

人道主义与外交成就
在参与阿以冲突之前，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已建立起作为人道主义者和外交官的持久声誉。他
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当时他领导了一项大胆的救援行动，从纳粹
集中营救出数万人。作为瑞典红十字会副主席，伯纳多特利用其外交关系、冷静的性格和道德勇
气，直接与纳粹高级官员谈判，其中包括第三帝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海因里希·希姆莱。

通过坚持、策略和战略中立的结合，伯纳多特在1945年初确保了约3万名囚犯从德国营地获释并
撤离。其中包括斯堪的纳维亚人、法国人、波兰人以及大量在纳粹政权崩溃时面临死亡的犹太囚
犯。他的努力以建立一项大胆的救援行动而达到高潮，该行动被称为“白色巴士”。

白色巴士项目是一项物流和人道主义创新。伯纳多特组织了一支由巴士、卡车和救护车组成的车
队——全部漆成白色并标有大红十字——以在战争混乱中使其作为中立车辆被识别。这些车辆穿
越德国和被占领欧洲的危险战区，从拉文斯布吕克、达豪和诺因加默等集中营收集囚犯，并将他
们运送到中立的瑞典。巴士的白色是为了有意将其与军事运输区分开来，并表明其人道主义目的
——这一想法后来影响了在冲突地区标记人道主义和医疗车辆的现代做法，以根据国际法确保其
保护。

伯纳多特的任务并非没有危险。车队在盟军轰炸机的持续攻击威胁和当地纳粹指挥官的阻挠下运
作。尽管这些挑战，行动超出了所有预期，拯救了数千生命，并展示了即使与最残暴的政权进行
外交谈判也能产生具体的人道主义成果。

由于他的领导力和勇气，伯纳多特在国际上被誉为道德完整性和实际同情心的象征。他在瑞典红
十字会的工作体现了中立和人道主义服务的最高理想——这些原则后来指导了他被任命为联合国
首位调解人。白色巴士行动不仅拯救了生命，还为战后人道主义法和现代维和实践奠定了基础，
使伯纳多特成为人道主义外交的先驱。



联合国调解人任命与1948年任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杰出人道主义工作之后，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已成为国际信任和道德
权威的象征。他在中立、外交和同情心方面的记录导致联合国任命他为其首位正式调解人——这
是国际外交中一个新的、前所未有的角色。1948年5月，联合国面临最紧迫的危机：英国托管结
束后以及以色列建国宣言后巴勒斯坦爆发全面战争。

1947年联合国分区计划（大会第181号决议）提议将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分为两个独立国家——
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耶路撒冷置于国际管理之下。虽然犹太领导人接受该计划作
为外交胜利和建国的法律基础，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邻国阿拉伯国家将其视为极不公正而拒
绝。

当时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约占人口三分之二，而犹太人仅占三分之一。尽管如此，该计划仍将巴勒
斯坦总面积的55%分配给拟议的犹太国家，尽管犹太人口合法拥有不到7%的土地。其余部分
——主要是阿拉伯人拥有的地区和农田——将成为一个支离破碎且经济薄弱的阿拉伯国家的基
础。对于巴勒斯坦人和更广泛的阿拉伯世界来说，这一划分不是公平的妥协，而是殖民撤退阴影
下和犹太人大屠杀后国际愧疚感下策划的一种剥夺形式。

对于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导层来说，联合国的决定违反了自决原则以及人口和领土所有权的现
实。它被视为在多数人口既未同意也未被咨询的情况下强加一个外国政治实体。该计划有效地拆
解了历史巴勒斯坦的统一，并被阿拉伯人视为始于英国托管并由锡安主义运动赞助的犹太移民浪
潮加速的长期剥夺权利过程的高潮。

因此，当以色列国于1948年5月14日宣布独立，阿拉伯军队次日干预时，战争在阿拉伯世界中不
被视为侵略行为，而是抵抗强加的分区并捍卫巴勒斯坦领土和政治完整的尝试。在战争、流离失
所和痛苦历史怨恨的氛围中——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被派往作为联合国首位调解人。

尽管他的声誉和真诚，伯纳多特很快遇到了驱动冲突的意识形态和宗教信念的全部力量。锡安主
义运动中的许多领导人，包括主流民族主义者和Lehi（斯特恩帮）等极端派系，相信整个土地
Eretz Israel，如希伯来圣经所述，是犹太人民的永恒和神圣指定的家园。对他们来说，这一神圣
使命优先于任何国际法、政治妥协或外交谈判。分区的概念——在他们视为圣地任何部分上承认
阿拉伯国家——在他们眼中不仅仅是政治让步，而是精神背叛。

对神圣主权的这种坚定信念，将伯纳多特的任务置于与许多锡安主义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基础直接
冲突中，尤其是地下民兵。尽管如此，他继续致力于在正义与务实之间找到共同点。他的不懈努
力导致了战争的首次停火，于1948年6月11日宣布，暂时停止战斗并允许人道主义援助到达双方
平民。

在停火期间，伯纳多特制定了他的首个和平提案，以正义和人道主义关怀原则为指导。他建议耶
路撒冷因其普遍宗教重要性而置于国际控制之下；巴勒斯坦难民应获准返回家园或获得补偿；并
进行领土调整——将加利利分配给以色列，内盖夫沙漠分配给阿拉伯人——以创造更公平的土地
分配。



虽然该计划反映了克制和对妥协的真诚努力，但立即被双方拒绝。阿拉伯政府因其隐含承认以色
列的存在而拒绝，而许多锡安主义派系，尤其是极右地下组织，将其谴责为对整个Eretz Israel的
犹太主张的背叛。在激进圈子中，伯纳多特不被视为和平缔造者，而是神圣命运的障碍——一个
敢于干预他们视为圣经预言实现的外交官。

尽管如此，伯纳多特继续相信，如果理性和人性战胜意识形态和复仇，和平是可能的。即使极端
组织开始认为他的存在难以忍受，他仍保持对外交的信仰。悲剧的是，他对和平和国际法的承诺
很快将他带入与那些相信其使命受上帝祝福因此不可谈判的人的致命对抗。

福尔克·伯纳多特遇刺
到1948年9月，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在巴勒斯坦的任务已将他置于20世纪最动荡冲突之一的中
心。作为联合国调解人的角色要求中立，但中立本身在由存在恐惧和神圣信念驱动的战争中变得
难以忍受。敌对双方将他的和平提案视为对其合法性和神圣目的的威胁，而非和解姿态。

对于阿拉伯国家，伯纳多特的调解隐含承认以色列国——他们认为这是对阿拉伯和巴勒斯坦权利
的不可接受侵犯。对于锡安主义运动，尤其是其激进派系，他的提案被视为剥夺他们相信神圣应
许给犹太人民的土地。国际机构——或外国外交官——根据政治便利重绘Eretz Israel边界的想
法，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异端。

这些团体中最极端的是Lehi，也称为斯特恩帮，一个长期倡导武装斗争以驱逐英国和阿拉伯力量
脱离以色列土地的锡安主义地下组织。Lehi成员相信他们履行了收回整个圣经以色列的神圣职
责，并拒绝承认阿拉伯主权在他们视为圣地的任何部分。对他们来说，伯纳多特的和平计划——
呼吁耶路撒冷国际控制、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和对阿拉伯人的领土让步——不是外交努力，而是对
上帝应许和犹太民族命运的背叛行为。

1948年9月17日，伯纳多特的生活以暴力方式结束。他在联合国标记的车队中穿越耶路撒冷卡塔
蒙区，与法国联合国官员安德烈·塞罗上校同行时，遭到了伪装成以色列士兵的Lehi激进分子伏
击。当车辆在路障处减速时，其中一名袭击者——后来被确认为约书亚·科恩——接近伯纳多特
的汽车并近距离开多枪，立即杀死了伯纳多特和塞罗。

暗杀震惊了世界。伯纳多特手无寸铁，在国际法保护下旅行，仅参与人道主义和外交任务。他的
谋杀不仅是对个人的攻击，而是对联合国权威本身和国际维和脆弱理想的攻击。

在直接后续中，由戴维·本-古里安领导的临时以色列政府公开谴责谋杀，并禁止Lehi和另一大地
下民兵伊尔根。然而，反应并未达到完全问责。尽管几名Lehi成员被捕，但无人因罪行被定罪。
几年内，该组织获得大赦，一些前成员在以色列政府中担任职务。

在国际层面，伯纳多特暗杀引发了愤怒和哀悼，特别是在瑞典和联合国。联合国大会向他致以庄
严敬意，他的死亡刺激了在冲突地区建立更结构化的维和和联合国人员保护的努力。然而，他的
任务在政治上仍未完成。他的副手拉尔夫·邦奇博士后来接手了他的工作，并成功谈判了1949年
停战协议，为此邦奇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对许多历史学家来说，伯纳多特暗杀象征了神圣民族主义与国际外交的碰撞——根植于神圣权利
的世界观与基于妥协和人道主义法的另一世界观之间。他的死亡揭示了在激进意识形态面前道德
说服的极限，以及试图在不相容的绝对之间调解的人的危险。

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的遗产不仅活在他遇刺的悲剧中，还活在他所代表的理想中：理性胜过狂
热，法律胜过暴力，以及即使在世界上最分裂的地方，和平也是值得为之而死的道德命令。

后果与遗产
1948年9月17日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遇刺向国际社会发送了冲击波。这是新成立的联合国代表
在执行和平任务时首次被故意谋杀。对许多人来说，谋杀象征了在仍从世界大战和种族灭绝中恢
复的时代国际法的脆弱性。它还暴露了根植于民族主义和宗教主权愿景的新兴以色列国与伯纳多
特所体现的和平、谈判和责任全球理想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瑞典，伯纳多特的死亡被深切哀悼和愤怒所迎接。他是国家英雄——因战争期间的人道主义努
力而受钦佩，并被视为世界事务中的道德声音。瑞典报纸将谋杀谴责为暴行并要求正义。瑞典政
府向以色列和联合国提交了正式抗议，但外交谨慎很快缓和了愤怒。在以色列早期，几乎没有国
家愿意冒险与这个年轻国家关系，瑞典尽管愤怒，最终让此事在没有进一步对抗的情况下淡入历
史。

联合国通过重申其对维和和冲突地区代表保护的承诺回应了伯纳多特谋杀。他的副手拉尔夫·邦
奇博士，一位美国外交官和学者，被任命继续伯纳多特的任务。邦奇的耐心谈判产生了1949年停
战协议，确立了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之间的停火线。为此成就，邦奇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他
是首位这样做到的非裔美国人。然而，广泛承认他的成功建立在伯纳多特工作和牺牲奠定的基础
上。

在以色列，反应更模棱两可。临时政府公开谴责谋杀并禁止负责的极端团体，但其追求正义有
限。尽管Lehi成员被捕，但无人因伯纳多特谋杀被审判。几年后，在一般大赦下，前Lehi成员免
于法律后果，一些人在以色列公共生活中担任职务——特别是伊扎克·沙米尔，后来成为以色列
总理。

或许最苦涩的讽刺是约书亚·科恩——被确认为向伯纳多特和安德烈·塞罗上校开致命枪击的
Lehi激进分子——成为以色列建国总理戴维·本-古里安的密友和私人保镖。科恩后来在内盖夫基
布兹斯德博克定居，本-古里安退休的地方；两人并肩生活多年，每天散步和交谈。联合国首位和
平调解人的凶手最终保护了谴责谋杀的国家建造者，这一事实揭示了以色列早期的道德伪善。

伯纳多特谋杀的道德和政治影响继续回响。他的死亡展示了宗教民族主义与政治权力融合时，如
何使妥协不可能并将调解人变成敌人。对于伯纳多特来说，外交是人道主义的延伸——对话和同
理心能战胜仇恨和恐惧的信念。对于他的凶手和启发他们的意识形态，土地本身是神圣的，谈判
等同于放弃神圣权利。普遍道德与神圣民族主义之间的这种碰撞将在中东后续冲突中回响，并仍
是和平建设持久挑战之一。

尽管他的死亡悲剧，伯纳多特的遗产活在他帮助塑造的机构和理想中。他的人道主义创新——如
白色巴士及其对援助行动中立性的强调——为根据国际法标记人道主义车辆和人员以保护的现代



实践铺平了道路。他作为联合国调解人的服务为未来的联合国维和任务奠定了基础，并为中立、
人道主义准入和活跃战区外交使用设定了先例。

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今天不仅被记住为政治极端主义的受害者，还被记住为道德勇气和国际良
知的象征。他的生活连接了人道主义援助和全球外交的世界，他的死亡强调了站在暴力和和平之
间的人的风险。虽然他在巴勒斯坦的任务仍未完成，但他生活的原则——同情、中立和对人类生
命价值的坚定信念——对我们时代的每项和平努力仍是必不可少的。

结论
1948年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遇刺不仅是缄默一人，还对了他所代表的和平和道德外交理想的象
征性打击。他的死亡标志了联合国在仍为维护正义和人性而挣扎的战后世界中调解尝试的首次且
最痛苦的失败之一。对于瑞典，损失是深刻的个人性质。伯纳多特是国家英雄——一个出身贵族
的人，将其地位和影响力用于他人服务。以色列拒绝将其凶手绳之以法，在瑞典-以色列关系中留
下从未完全愈合的伤口。直到今天，这些关系仍保持冷淡，瑞典王室从未对以色列进行正式访
问，这是这一罪行持久阴影的沉默见证。

然而，伯纳多特的记忆不仅仅属于瑞典。他也被巴勒斯坦人民记住和尊崇，他们视他为少数愿意
面对在其祖国上演悲剧的国际人物之一。当Nakba——1948年巴勒斯坦人大规模流离失所——将
数十万人从家园撕裂时，伯纳多特在世界外交官中几乎独自坚持他们的返回权并谴责永久流亡的
不公。他的提案，根植于正义和人道主义原则，为流离失所者提供了尚未实现的尊严和恢复愿
景。

为表彰他的同情和勇气，加沙城居民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条街道：伯纳多特伯爵街（شارع كونت
位于南部里马尔区。简单的蓝色标牌，以阿拉伯语和英语书写，数十年来作为对试图为，（برنادوت
其土地带来和平而死的瑞典调解人的沉默致敬。它不仅象征感激，还象征记忆——伯纳多特道德
愿景与其仍在寻求正义的人民持续斗争之间的桥梁。

今天，这条街道——以及周围加沙城的大部分——躺在废墟中。自2023年以来降临加沙的破坏以
来，里马尔区已化为瓦砾。伯纳多特伯爵街的毁灭不仅仅是标牌的损失；它是记忆的抹除和伯纳
多特曾试图阻止的苦难的镜像。

这一图像中有一种悲剧性的对称：一个跨越前线拯救受迫害者的男人，在现在埋在战争废墟下的
街道上被纪念。然而，即使在废墟中，他的名字仍存活——如在瑞典、在联合国以及仍相信其使
命的人心中一样。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的遗产属于所有尊崇勇气、同情以及无论多么脆弱，和
平是我们欠全人类的义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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